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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

林 辰

清的末年，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，南京政府一成立，漂

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，便亲密的说道：“我们本来

都是‘草字头’，一路的呵。”

这是《华盖集 补白》篇中的一段。就由于有这类冒牌的投机取巧

之徒，使得本不会向人自炫的真的“草字头”，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，更

加讳言自己的革命经历，像这段文字的写作者鲁迅先生，便是这种人中

的一个。

当鲁迅留学日本时，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。在那如火如荼的东京

留学界的革命活动里，鲁迅也实际地参加了政治组织，成为光复会的一

员。光复会成立于一九 四年冬，是清末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会

党分子所组织，主要的领导者为章太炎、蔡元培和陶成章。它的会员，

以浙江人为最多，鲁迅亦为浙东人的参加者。但他后来，无论在文字

上，在口头上，都从未提及此事，故世间知道的人极少。直到他逝世以

后，一九三七年，许寿裳先生在《鲁迅年谱》里，才把这件湮没了将近三

十年的事，郑重地提了出来：

民国前四年（清光绪三十四年，戊申，一九 八年）二十八岁。

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，为光复会会员，并与二弟作人译

《域外小说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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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这，我们才知道了鲁迅生活史上的这一件大事，更清晰地寻出了鲁迅

后来所沿以发展的思想行为的早年的线索。这在我们对于这位伟大作

家的认识和研究上，实在是极其重要的事情。

然而，却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。值得注意的是：这人又正是鲁迅

周作人。《年谱》民元以前用阴历记载的部分的二弟（ ，原是许先生就

周作人所记增订而成，周在原稿内即未载入光复会事。在《关于鲁迅之

二》里，他更以正面的坚定的语气，积极地加以否认：

但他（指鲁迅）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，⋯⋯他也没有入光复会。

⋯⋯以浙东人的关系，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。然而又不

然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我不知道。（《宇宙风》第三十期，后收入

《瓜豆集》）

因为有这正相反对的两说，遂致研究者纷纭莫定，或从许说，或从

周说。前者如平心先生，他在《论鲁迅的思想》一书里，便据《年谱》肯定

鲁迅为光复会会员，说：

鲁迅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攻击者，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热烈

追求者，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时代，对革命怀着渴望光明似的期待，

并且一度参加过光复会。（页七二）

当时孙中山，章炳麟等所推动的民族革命运动已经震动全国

了。进步的青年都卷入在革命的浪潮中。鲁迅在发表上述论文

（按指《摩罗诗力说》）的次年（一九 八年），即‘从太炎先生炳麟

学’，并且加入了光复会。（页一九二）

又如欧阳凡海先生，他在《鲁迅的书》的第五节里，也说：

这年（按指一九 八年）豫才不但努力翻译新文学，并且直接

加入光复会为会员。推翻满清的革命，到这几年已经大有山雨欲

来风满楼的气概，⋯⋯革命的怒潮已向着每（个）角落里激荡，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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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时候，豫才便也被卷入光复会里去的。（页七九）

还有胡风先生，在《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》一文里，也说鲁迅

曾“加入了光复会”。在附注里，更举出他和鲁迅的一次问答：“周先生

（原文。当指同盟会）没有？”“没有，我加入的加入过 是光复会，

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⋯⋯”（《群众》八卷十八期，后收入《在混乱里

面》）这样，除了《年谱》之外，又多了一项直接的材料了。

但另一方面，也有意见与周作人相近的人。如王冶秋先生，在《民

元前的鲁迅先生》一书内，便这样说：

鲁迅先生这一时期除了文艺以外，因出入民报社的关系，认识

了许多同盟会的人，而与徐锡麟等同组光复会的陶焕卿（成章），也

因徐刺恩铭案亡命来东京，因为同乡的关系，常到先生的寓所或民

报社谈天。⋯⋯可是结果先生既未加入同盟会，似也没有入光复

会。（《年谱》中作曾入光复会，知堂文中说并未加入，未知孰是。）

（页 八）一

这里虽未完全肯定，但语气上，是倾向周说的。（他说“似也没有入

光复会”，不说“似曾入光复会”。）所以下文接着便说“：他对政治组织没

有实际的参加。”（页一一二）这显然已是肯定地赞同周说了。

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我的意见以为《年谱》所说“为光复会会

员”，是符合事实的。

鲁迅之赴日本，是在一九 二年。自 九，留日计凡八此以迄一九

年。在这期间，国内革命运动，风起云涌，武装举义，连年不绝；而东京

以活动较便，途程较捷等关系，当时简直成了革命的策动地。排满的各

种集会、讲演，时有举行；各种书报，纷纷出版。革命空气，弥漫整个留

东学界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本来就是热情、睿智，旧学新知，都已具有根柢

的鲁迅，又得接触各种人物，阅读各种书籍；感故国的飘摇，受异邦的刺

激，在思想行为上，自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。他在出国以前，即已接受

了“维新”的思想，到这时候，便自然地进了一步，接受了民族革命的思

想。他遥对着“风雨如磐”的故国，立下了“血荐轩辕”的誓言和决心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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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宣扬与波斯王大战的斯巴达人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；讴歌“立意在

反抗，指归在动作”的拜伦、普希金、裴多菲⋯⋯诸诗人的“摩罗”精神。

他之决意学医，是因为“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

实”，预备卒业回国，假医学“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”。他之放弃医

学，改习文艺，是因为后来认清了“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

民，⋯⋯第一要着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”，而文艺正是善于改变精神的

利器。他介绍域外文学，特别偏重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作品，是想用那

些叫喊和反抗的声音来激励处境相类的自己的民族。他往听章太炎讲

《说文解字》，目的并非专为获取知识，却是“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

家”。除了这些荦荦大端以外，还有一些细节，如徐锡麟、秋瑾被杀的消

息传到东京后，人心愤怒，同乡会开会追吊，鲁迅也主张打电报到北京

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。他热烈发言，还坚执地和不主张发电的人争

论（《朝花夕拾 范爱农》）。有一次，他从仙台回东京，特地中途在水户

下车，去凭吊明末遗民朱舜水的遗迹（见许寿裳：《王著〈民元前的鲁迅

先生〉序》）。而且就在留日期间，他便毅然将发辫剪掉了。由这种种，

可见鲁迅这时的一切言行，莫不与民族主义精神息息相通。在那时间，

在那地点，他实在是有可能实际参加政治组织的。

这里，还值得特别述及的，是鲁迅当时所往还的那些人物。他在努

力读书、作文、翻译以外，也和别的留学生一样，一有工夫，“就赴会馆，

跑书店，往集会，听讲演（”《且介亭杂文末编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

事》）。他这时的交游自然是极广的。但他对于那些只知道在会馆里

“咚咚咚地“”学跳舞”（《朝花夕拾 藤野先生》）“，关起门炖牛肉吃（”《华

灰色等》）的无聊之徒，很看不惯。他盖集续编 杂论管闲事 做学问 所

与交往的多是光复会、同盟会中人。如章太炎，是光复会的领袖，道德

文章，革命勋业，彪炳一世，鲁迅曾从他问学，这里不用说了。章以外有

陶成章，字焕卿，会稽人，光复会的中坚分子，与徐锡麟同为大通学堂的

创办人，在江浙会党中极有力量，是清末革命史上重要人物之一。他与

鲁迅往还颇密，后来鲁迅在所写的文字中，曾经一再提到他。其一，在

《华盖集 补白》内：

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，大捕党人，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，罪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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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“：著《中国权力史》，学日本催眠术。（”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，殊

觉费解。）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；待到革命兴旺，这才被

尊称为“老太爷”；有人给“孙少爷”去说媒。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

暗杀了，神主入祠的时候，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。直

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之后，这才冷落起来。

其二，在《华盖集续编 为半农题记〈何典〉后，作》内：

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，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，穷得不堪，

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，教人催眠术以糊口。有一天他问我，可有什

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？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，求助于药

物了。其实呢，在大众中试验催眠，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我又不

知道他所求的妙药，爱莫能助。两三月后，报章上就有投书（也许

是广告）出现，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，以此欺人。清政府却比这

干鸟人灵敏得多，所以通缉他的时候，有一联对句道：“著《中国权

力史》，学日本催眠术。”

前者因有感于那些“漂亮的士绅和商人”的冒充“草字头”，因而联

想到陶的真正革命；后者由刘半农的印《何典》而被“正人君子”笑骂，联

想到陶的“教人催眠术以糊口”而被清政府通缉。语句之间，是那么充

满同情、亲切、敬佩，可见两人在二十年前的交谊之笃。周作人在《关于

鲁迅之二》里，也有几句提到陶成章，可供参看：

当时陶焕卿（成章）也亡命来东京，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，

未生大抵同来，焕卿正在连络江浙会党，计划起义，太炎先生每戏

呼为“焕强盗”或“焕皇帝”，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“动”，否则

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，口讲指划，历历如在目前。尝避日本警

吏注意，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代收藏，有洋抄本一，系会党的联合

会章，记有一条云：凡犯规者，以刀劈之，又有空白票布，红布上盖

印，又一枚红锻者，云是“龙头”。焕卿尝笑语曰：“填给一张正龙头

的票布如何？”数月后，焕卿移居，乃复来取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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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不难想见陶成章在东京时的活动情形和他与鲁迅的关系。又

有龚宝铨，字未生，嘉兴人，亦光复会的中坚分子，与陶成章、徐锡麟等

关系极深。他是鲁迅听章太炎讲学时的同学，上引周作人文说“未生大

抵同来”，足见他们常相过从。那和徐锡麟相约同时举义而被杀的秋瑾

女士，山阴人，光复会会员，亦与鲁迅熟识。许景宋先生在《民元前的鲁

迅先生》一文内，曾说：

秋瑾女士，是同时的留学生，又是同乡，所以也时常来访。她

的脾气是豪直的，来到也许会当面给人过不去，大家对于她来都有

点惴惴欲遁，但是假使赶快款待餐饭，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。

那时女留学生实在少，所以每有聚会，一定请她登台说话，一定拚

命拍手（。《抗战文艺》六卷四期）

这末尾所说，大约是鲁迅当时在集会里常见的实情，他在《而已集

通信》中也曾略略提过。又许寿裳，字季茀，山阴人，与鲁迅一同就学于

章太炎，为鲁迅的终生好友，亦光复会会员。此外还有陶冶公、陈濬等

人。陶初名铸，字望潮，后以字行曰冶公，会稽人，成章即其侄子。在东

京与鲁迅共习俄文，后在长崎从俄人学造炸药（周作人：《关于鲁迅之

二》），辛亥时曾率人攻打上海制造局（见《文坛》二卷一期陶著《悼鲁迅》

诗前王冶秋按语）。陈字子英，山阴人，曾与徐锡麟在东湖密谋革命，徐

殉难后，逃往日本（周作人：《关于范爱农》），亦鲁迅学俄文时同学（《关

于鲁迅之二》）。光复后，绍兴少年们办《越铎》报，曾借用他和鲁迅的名

字作发起人（报名据周作人：《关于范爱农》）。两人也都是光复会会员

（据许寿裳先生复作者函）。这些人，在学识、性情、年龄上，名有殊异；

和鲁迅往来的时间，有久有暂，情感也有深有浅；但他们却有一点共同

的地方，就是都是光复会的会员（同盟会成立后，也有加入同盟会的）。

从鲁迅所交往的这些师友，大约也可窥察出他当时是怎样的一个人罢。

再就归国以后的事实看，他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兼监学时，学生

们便知道他“和同盟会及徐锡麟有过关系，⋯⋯是革命党”（胡愈之：《我

的中学生时代》）。不久，武昌起义，革命的风暴也卷及绍兴，这时鲁迅

本早已于暑假中由绍兴府中学堂“走出”，但因时值光复，学校监督沈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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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已辞职，校务无人负责，学生乃推举代表，坚请前任监督陈濬和鲁迅

回校主持，于是鲁迅又回校任监学数周（见《绍兴中学五十周年史稿》，

一九四七年三月编印）。这时绍兴市上人心浮动，他曾召集全校学生组

织了一个“武装演说队”，在市面上游行一通来镇静人心，对于绍兴的光

复帮助很大（参照景宋：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》；孙伏园：《惜别》）。在绍

兴光复以后，他便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。这时绍兴的都督为王

金发，本“绿林大学出身（”见《范爱农》），也是光复会中人，与徐锡麟、秋

瑾、陶成章、竺绍康等同谋革命；“和鲁迅先生也是朋友”（见前揭景宋

文），鲁迅在《范爱农》和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二文里，曾提到过他。

但较详细的是周作人的《关于范爱农》：

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，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，亦徐案

中人物，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，自称都督，改名王逸，但越人则

唯知有王金发而已。二次革命失败，朱瑞为浙江将军，承袁世凯旨

诱金发至省城杀之，人民虽喜得除一害，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，

亦弗善也。（《宇宙风》六十七期，后收入《药味集》）

鲁迅怎么会和这样的一个人“是朋友”；而且会在他当都督时任校

长呢？这不会和光复会毫无关系。尤可注意的是，“他的得任校长，是

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，要他来继任之后，可以从办交代中，找出前校

长的错处，做一个堂堂的处理的”（景宋：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》）。这前

任校长是杜海生，当局不满意他的原因，“是一般青年革命者，认为杜先

生在秋先烈瑾殉难的时候，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”（孙伏园：

《惜别》）。既然其中有此情节，那绝不是非光复会会员所能出任校长

的。还有，后来绍兴少年们办《越铎》报来监督王金发，为什么又要借用

鲁迅的名字作发起人呢？这恐怕不只在校长的地位，主要的还是他的

革命事迹，使那些少年们发生景仰，进而以为他的名字可使王金发见而

知所检束的吧。至于他后来常常用那么亲切的笔触去述说那“用麻绳

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”，他对章太炎的终生敬礼不衰，我想，这都和入

光复会有关，决不仅是什么单纯的“同乡”或师生的关系所能解释的。

至于在否认者的一方面，论据实在极不充分。周作人只说：“这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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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缘故呢？我不知道。”毫无道理，不在话下。王冶秋先生则举出鲁

迅自己所说的：“革命的领袖是要有特别本领的，我却做不到。”以及《两

地书》中的几句话来作为“原因”。由引证的完全相同上看来，王先生的

结论，显然是接受了许景宋先生的影响而得来的。原来许先生在《民元

前的鲁迅先生》一文内，有一段道：

（鲁迅）对于革命的运动，因着自然的耳濡目染，虽则知道得很

清楚，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，他总说：“革命的领袖者，是

要有特别的本领的，我却做不到。”有一回，看见某君泰然自若地和

朋友谈天说地，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，做

革命暗杀事情。当震耳响声传到的时候，先生想到那实际工作者

的可能惨死的境遇，想到那一幕活剧的可怖，就焦灼不堪。的确是

这样脾气的，他对于相识的人，怕见他的冒险（见《两地书》）。而回

顾某君，却神色不变，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，使先生惊佩不

置。所以他又说：“革命者叫你去做，你只得遵命，不许问的。我却

要问，要估量这事的价值，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。”在《两地书》

中，先生也曾说过：“凡做领导的人，一须勇猛，而我看事情太仔细，

一仔细，即多疑虑，不易勇往直前；二须不惜用牺牲，而我最不愿使

别人做牺牲（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），也

就不能有大局面。”这就是说明他之所以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

不是实际行动者了。

景宋先生这段文字，初看去很容易令人误会：以为依照她的意思，

鲁迅自然是不会加入光复会了。其实，仔细想想，她的意见，绝非如此，

她引鲁迅的话并非用来证明鲁迅非光复会会员。 如果她引那些话

是用来作为鲁迅未曾入会的“原因”，那便将解释不通：不错，鲁迅在《两

地书》里曾说过这些话；鲁迅是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的领导者，

他没有自己去或叫人去丢过炸弹，这些都是实在的。然而这何害其为

光复会的会员？难道一定要是“领袖”或“领导的人”才会加入；或者，一

加入之后，就一定非成为“领袖”或“领导的人”不可吗？事实上，光复会

（以至一切政治集团）中并非人人都是“领袖”，人人都抛掷过炸弹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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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，许先生在这段文字里，绝无证明鲁迅未曾入会的意思。“鲁迅是光

复会会员，景宋知道得很清楚。所以‘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’

这一句，系指没有实地去运动那些秘密的会党以及投炸弹，举义旗⋯⋯

等事而已。”（许寿裳先生致作者函中语）明乎此，则王冶秋先生根据景

宋先生文所作的结语，自然是不可靠的；何况他除了从许文中转录鲁迅

的那几句话以外，便别无其他材料和理由呢！

根据 鲁迅的确是光复会会员。鲁迅辛亥前上述种种，我认为：

在东京的志行、朋辈，以及辛亥后在国内的出处等等，都证明了许谱的

记载是极可信的。

但为了慎重起见，我更特地写信去请教《年谱》的编著者许寿裳先

生，问他所根据的是什么？承他复信说：

光复会会员问题，因当时有会籍可凭，同志之间，无话不谈，确

知其为会员，根据惟此而已。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，由我看来，或

许是出于不知道，因为入会的人，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的。（一

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函）

这样，鲁迅之为光复会会员，是毫无疑问的了。

最后，还得申明，鲁迅是光复会会员与否，对于他的伟大，绝对无所

损益。本文的目的，只在探究事实，因为这一事实，对于研究鲁迅早期

的思想和生活是很有关系的。

一九四四年九月初稿

一九五四年六月改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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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

林 辰

鲁迅先生在东京留学时代曾游于余杭章太炎之门。当时这位从事

排满运动最激烈的革命家和卓越的学者给了鲁迅很深刻的印象。此后

三十年中，虽说他们的活动范围及思想路线各有不同，晤面的机会也不

多，但鲁迅对章太炎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感。他平时在口头和文字上

曾经多次说到章太炎，在逝世前数日还将其最后心力倾注在回忆和评

价章太炎的文章上，力疾写了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和《因太炎先生而

想起的二三事》两文；后一篇竟成为他最后的绝笔。他们两人之间的关

系，实在是我们研究鲁迅生平事迹时所不可忽略的。

章太炎于一九 三年六月（清光绪二十九年，癸卯，闰五月）因在《苏

报》发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、《〈革命军〉序》⋯⋯等文，鼓吹排满，被清政

府转请上海租界当局逮捕，囚禁三年，于一九 六年六月（光绪三十二年，

丙午，五月）期满出狱，即赴日本，任《民报》编辑。同月，鲁迅正巧亦由家重

赴日本，在东京研究文艺。他过去曾读过章太炎所著的《訄书》和在《苏

报》发表的文字，这时，又很爱看《民报》，对章的人格和学问，极为敬仰。到

了一九 八年（光绪三十四年，戊申），《民报》被禁，章太炎集留学生十余

人，开国学讲习会于神田大成中学，鲁迅便于此时和几个朋友，另请章太

炎于民报社讲《说文解字》。于是，鲁迅和章太炎，由此遂缔结了不同于平

常的师生的深厚关系了。

鲁迅从章太炎问学的动机，据他自己所追述，主要是为了向往章的革

命人格。他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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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，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，是为了他

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《革命军序》，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。⋯⋯

一九 六年六月出狱，即日东渡，到了东京，不久就主持《民报》。我

爱看这《民报》，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，索解为难，或说佛法，谈

“俱分进化” ”的，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，和“

斗争，和“以《红楼梦》为成佛之要道”的 斗争①，真是所向披靡，

令人神旺。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，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，却为了他

是有学问的革命家。（《且介亭杂文末编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）

鲁迅之外，同时前往听讲者，还有些什么人，鲁迅在文章里从未提及，

但由他人的记载，可知还有七人。钱玄同先生云：

民元前四年，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。我与几个朋友请先

师章太炎（炳麟）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（音韵，《说文》），借日本的大成

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。过了些日子，同门龚未生（宝铨，先师之长婿）

君与先师商谈，说是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，但希望另设

一班，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。（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

番地民报社中，《民报》为孙中山先生所主持，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。）

豫才即与其弟启明（作人），许季茀（寿裳），钱均甫（家治）诸君同去听

为吴稚晖① 按 上 句 中 的 疑为“献策”二字：指吴稚晖在《苏报》案中向清

吏俞明震“献策”，出卖邹容、章太炎事。鲁迅另一篇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

中所说章太炎和吴稚晖的“笔战”，即为此事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“斗争”。（“献策”

二字，迭见于《民报》第十九、二十二号章太炎两次复吴稚晖书，请参看原书及《太炎

文录》卷二《邹容传》。）下句中的 为蓝公武。《民报》第十号章太炎《与人书》

有云：“某某足下：顷者友人以大著见示，中有《俱分进化论批评》一篇，足下尚崇拜

苏轼《赤壁赋》，以《红楼梦》为成佛之要道；所见如此，仆岂必与足下辩乎 蓝公武

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《晨报副刊》发表的《“汗牛之充栋”不是一件可笑的事》

中说：当日和太炎辩难的是我，所辩论的题目，是哲学上一个善恶的问题。”由此知

章函中的“某某”即蓝公武。（章太炎《与人书》后有一小段附白，指出当时蓝公武与

张东荪主办的《教育杂志》上某文中所用“汗牛之充栋”一语的不通，一九二四年三

四月间，《晨报副刊》上常有人谈到这件故实，所以蓝公武写了这篇文字。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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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，我亦与未生，朱蓬仙（宗莱），朱逖先（希祖）诸君再去听讲（。《我

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》）

又周作人亦云：

八）从太炎先生讲学，来者有季黻，钱均戊申年（一九 甫（家

治），朱逖先（希祖），钱德潜（夏，今改名玄同），朱蓬仙（宗莱），龚未生

（宝铨）共八人，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报社，听讲《说文解字》（。《关

于鲁迅之二》）

至于章太炎当时讲学的情形及所讲内容，鲁迅与他人均从无记载。

近承许寿裳先生写寄一段最珍贵的回忆云：

章先生精力过人，博极群书，思想高超，而又诲人不倦。我们八

个人希望听讲，而为校课所牵，只有星期日得空，章先生慨然允许于

星期日特开一班，地点在东京小石川区民报馆先生寓室，时间每星期

十二时，师日上午八 生席地环一小几而围坐，师依据段玉裁氏

《说文注》，引证渊博，新谊甚富，间杂诙谐，令人无倦，亘四小时而无

休息。我们听讲虽不满一年，而受益则甚大。其说字之新颖，兹举一

例以概其余：

单《说文》，大也。章先生以为非本义。《毛诗 公刘》篇“彻田为

粮，其军三单”单 ，象其系联也“。其训为袭，是其本义。古文单作

军三单”者，言更番征调，若汉时卒更，践更，过更之制，今时常备，后

备，预备之制。凡禅位，蝉联，禅蝉皆单之借字，其军三单，更番征调，

以后至者充前人之缺，与禅位同义，故曰相袭。经训与字义，契合无

间。太史公《秦楚之际月表》，曰“五年之间，号令三嬗”，三嬗正当为

三单，不过所期之质不同而已。章先生之讲《说文》，此其一例。（一

九四四年二月四日函）

这讲学“不满一年”，到第二年的夏天（一九 九年六月），鲁迅便自日

本归国了。



第 13 页

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，章太炎与鲁迅南北睽隔，晤面的机会很少，但

他们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关系，情谊之厚，不减当年。当一九一三至一六

年，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羁禁于北京时，鲁迅常常前往探视（见《鲁迅日

记》），有一次章愤极绝食，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，还是推鲁迅亲自前往婉

转陈词，才进食的（许景宋：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》）。一九二五年，鲁迅在所

作《补白》里，对民元时那些常常被章太炎贬责，因而给章起绰号曰“章疯

子”的人们大加攻击，指出他们的“讼师”式的手段的卑鄙，替章的被诬作

了辩明（见《华盖集》）。到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，章太炎变成了赵恒惕、孙

传芳等人的“王者之师（”芥川龙之介《中国游记》中语），提倡读经，赞许投

壶，每为论者所不满，周作人甚至轻浮地模仿章太炎之对俞曲园，写了一

篇 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《谢本师》来表示和章脱离师生关系，说：

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。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，这样的也就

不是我的师（”《语丝》第九十四期）。而鲁迅却能原情度理，当时缄默，以后

却说“：这也不过白圭之玷，并非晚节不终。（”见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）实

在章太炎只是误被孙传芳等所利用，他的本意与孙等确不相同。到了一

九三三年六月，鲁迅在给曹聚仁先生的信内，提到章太炎时，又这样说：

“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，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，不敢再去见他了，后来他主

张投壶，心窃非之，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，我实不能向当局作

媚笑。以后如相见，仍当执礼甚恭（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，向来也绝无傲

态，和蔼若朋友然）。”词句之间，对章充满同情和崇敬，真是“师弟之道，如

此已可矣（”前函）。一九三五年，鲁迅因在《太白》上看见一篇文章说到章

太炎的“保守文言”的意见：非深通小学就难做白话，于是又这样说“：如果

做白话的人，要每字都到《说文解字》里去找本字，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

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。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，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

为写白话的主旨，是在从‘小学’里寻出本字来的，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

字。⋯⋯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，并非写给商，周，秦，汉的鬼看

的，起古人于地下，看了不懂，我们也毫不畏缩。⋯⋯太炎先生是革命的

先觉，小学的大师，倘谈文献，讲《说文》，当然娓娓可听，但一到攻击现在

的白话，便牛头不对马嘴。”临末却特别这样申明：“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

及了太炎先生。但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’，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‘日月

之明’的。（”《且介亭杂文二集 名人和名言》）这结末数语，诚挚厚道，感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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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深。而在章太炎的一面，对鲁迅也极为关怀，他“最后一次到北平去，门

徒们公宴席上，问起鲁迅先生，说‘豫才现在如何？’答说现在上海，颇被一

般人疑为左倾分子。太炎先生点头道：‘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，这误会一

（孙定从俄国文学而起。’” 伏园：《惜别》）他们师弟之间的情谊，真可谓数十

年如一日，至死不衰，实在是极为难得的。

但鲁迅对于章太炎也并不是没有批判，没有保留的。上引《名人和名

言》，已经对章太炎“保守文言”的意见提出过反驳；尤其是对于章太炎晚

年的隔绝现实的学者生活，常常表示惋惜和不满，如在《趋时和复古》一文

里，便这样说“：清末，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，而他的声名，远在孙

诒让之上者，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，趋时，而且还‘造反’。后来‘时’

也‘趋’了过来，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。但是，晦气也夹屁股跟到

⋯⋯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。（”见《花边文学》）到了一九三六

年六月十四日，章太炎在苏州逝世，鲁迅在病中写了一篇《关于太炎先生

二三事》，其中又这样说：“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，后来却退居

于宁静的学者，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，和时代隔绝了。⋯⋯

既离民众，渐入颓唐⋯⋯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，粹然成为儒宗。”但除了

这些意见之外，鲁迅在后举的这篇《二三事》中，更十分正确公允地提出了

他对章太炎的整个看法。他说：

我以为先生的业绩，留在革命史上的，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

大。⋯⋯考其生平，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的

包藏祸心者，并世无第二人；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，而革命之志，终不

屈挠者，并世亦无第二人：这才是先哲的精神，后生的楷范。（见《且

介亭杂文末编》）

这篇文章，抉发了章太炎的真精神，估定了章太炎的真价值，打击了

“不自量”的“蚍蜉”们对章太炎的奚落，一字一句，不可改易。如果要在章

太炎死时及以后一切纪念研究之文里找出一篇盖棺定论来，那自然非鲁

迅这篇莫属了。

自一九 八年鲁迅认识章太炎之日起，两人的关系，持续了将近三十

年。显然，鲁迅所受于章太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。第一，是继承了章太炎



第 15 页

的“七被追捕，三人牢狱，而革命之志，终不屈挠”的优秀传统，并进一步的

加以发扬，为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群，为中国的自由和进步，奋斗了一生。

第二，是继承了章太炎的文章风格。章太炎文尚魏晋，澹雅有度。而鲁迅

早期所作古文，亦极得力于魏晋文。从前刘半农曾赠给他一副联语，是

“托尼学说，魏晋文章”。一般友朋都认为很恰当，他自己也不加反对（孙

伏园：《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》）。据鲁迅在《坟》的《题记》和《集外

集 序言》里自承：他早年作文“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”，完全是“受了章

太炎先生的影响”。后来虽然改做白话了，但偶作文言，亦仍保有魏晋风

格。第三，在待人接物上，鲁迅也承受了章太炎的风度。章太炎态度冲

睦，从无什么大学者的架子，与人论学论事，如谈家常。鲁迅在这方面正

也一样。无论对朋友、学生、青年，他的态度，都极谦和宽厚，仁蔼可亲。

以上三点，自然不能说鲁迅是完全受了章太炎的影响，还有其他种种条件

存在；但在一定程度上所受于章的影响，确是无可否认的。

以上，已详述了鲁迅从章太炎问学的情形，两人以后的关系，章死后

鲁迅对他的批评，以及鲁迅所受于章的影响等等。现在再附带一说其他

七人的略历和他们后来与鲁迅的关系。

许寿裳，字季茀，山阴人。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。归国后历任

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，教育部参事，江西教育厅长，北京女子高等师

范学校校长，大学院参事、秘书长，中央研究院文书处主任，南北各大学教

授，台湾省立编译馆馆长，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。他与鲁迅交谊极厚，不

特性情思想相近，即行动亦多契合：同年（一九○二）赴日（鲁迅早到若干

日），同在弘文学院预备日语（见许著：《怀亡友鲁迅》），同筹《新生》杂志（一

九○七），同请孔特夫人教俄文（一九○ 七），请章太炎讲《说文》（一九○

八）。又同于一年（一九○ 九）归国（许在春季，鲁迅在夏季。据许先生致

作者函），同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。以后，同由海道赴北京（一九一二）。

同住绍兴会馆（许著：《怀旧》）。在教育部，在北大、女高师、女师大及中山

大学等校，又为同事。据许追述：

自民元前十年秋至民国十六年夏，整整二十五年中，除了他（指

鲁迅）在仙台，绍兴，厦门合计三年余，我（许自称）在南昌（民国六年

冬 九年底）三年外，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，相知之深，有如兄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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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年广州别后，他蛰居上海，我奔走南北，晤见虽稀，音问不绝。

（《怀亡友鲁迅》）

由此可见二人相处之久，情谊之厚。他为人正直，富正义感，又写了

许多关于鲁迅的文章，尽力向广大社会宣扬鲁迅精神，因此为国民党反动

派所忌，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。著作散见各报章

杂志，关于鲁迅者，有《鲁迅年谱》及《鲁迅的思想与生活》、《亡友鲁迅印象

记》、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等书。

钱夏，字中季，号德潜，后改名玄同，又取号曰“疑古”，常效古法，缀

“号”于“名”上，曰“疑古玄同”。吴兴人。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。归国后，

曾任浙江教育司科长，北京大学、师范大学教授，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。已

故。他是文字学、经学专家，“五四”时参加新文化运动，主张废除汉字，采

用罗马字母，在教育学术界颇负时誉。他与鲁迅在“五四”前后数年间，过

从甚密。鲁迅之开始在《新青年》上写文章，便是由于他的怂恿。他在《我

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》一文里，曾经述及此事：

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，是国内数一数二的，所以竭力怂恿他们

给《新青年》写文章。⋯⋯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，我常常到绍兴会

馆去催促，于是他的《狂人日记》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

里了。自此以后，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，有论文，随感录，诗，译稿等，

直到《新青年》第九卷止。

鲁迅在《自叙传略》里也说：

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，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，做来登在

《新青年》上的（。《集外集》）

在《呐喊 自序》里，鲁迅更具体地将钱玄同怂恿的话记了出来：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

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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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

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。⋯⋯”

这所谓“金心异”，就是指钱玄同。因为林琴南在小说《荆生》里，用

“金心异”三字来影射钱玄同，鲁迅这里，顺便借用了。在这两节文章里，

提到钱玄同，鲁迅都是用了很亲切的笔触的。他也很称道钱玄同的文字，

曾说：

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，⋯⋯例如玄同之文，即颇汪洋，而

少含蓄，使读者览之了然，无所疑惑，故于表白意见，反为相宜，效力

亦复很大（。《两地书》一二）

但由于时代的进展，到了后来，两人思想见解日趋歧异，钱玄同的有

些言论，很为鲁迅所不满，于是两人遂渐渐疏远了。钱玄同曾发过“人过

四十，便该枪毙”这样的怪论，鲁迅所作旧体诗《教授杂咏四首》中，有一首

就是讥嘲他的：

作法不自毙，悠然过四十。

何妨赌肥头，抵当辩证法（。见《集外集》）

一九二九年五月，鲁迅由上海赴北平，在一次给景宋的信里，有几句道：

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，遇金立因，胖滑有加，唠叨如故，时光可

惜，默不与谈（。《两地书》一二六）

后来钱玄同在《追忆与略评》一文里，说这“金立因”便指的是他，曾加辩解

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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